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
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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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

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

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

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

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

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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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历史笔记”与历史记忆

　　中唐时期，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为主要内

容的“小说家者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

少小说的作者自觉地以严肃的态度记录有历史价值

的见闻、经历，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供史氏搜集采

用的撰述意识①。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肇《唐国史

补》，其序载：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

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饣束集小说，涉南北

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

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

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

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

笑，则书之。②

这就把笔记体的“小说”中关乎史实的“野史”和有意

虚构的“传奇”明确地加以区分，并规定了这类具有

写史意识、史料价值的笔记应有的范围和内容。两

宋时期，这种“野史”笔记加上有史学价值的考据、辨

证类笔记③，或可统称为“历史笔记”，获得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明人编《五朝小说》的序言对宋代笔记特

点的论述十分中肯：“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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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

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

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①。

经宋、元、明三朝的发展，历史笔记已成为中国

史学的重要撰述门类和传统，而与正史、家史相互补

充、缺一不可。明朝史家王世贞曾将史书概括为三

大门类，即“国史”、“野史”和“家史”。他指出，相对

于“国史人恣而善蔽”，“家史人谀而善溢真”，“野史”

虽然“人臆而善失真”，但在“征是非，削讳忌”方面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②。至编修《四库全书》之时，四

库馆臣已明确将“稗官野记”和“正史”对立并举：“盖

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

与稗官野记异也”③。

谢国桢曾给“野史笔记”下过一个十分宽泛的定

义：“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

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

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④。历史笔记作为历史书写

形式，其特点在于：（１）相对于国史、正史的整全式视

角，它以个人视角记述亲身见闻、经历；（２）与正史、

国史力图站在一个全体的、后设的、客观的立场上不

同，历史笔记反而刻意不脱离主观经验性，保留作为

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主观情感和立场；（３）没有严

整的编纂体例，即见即录，随忆随记，保留其作为第

一手资料的本来面貌。在西方文艺复兴的１６世纪，

包括日记、回忆录、书信集等在内的“个人的书面历

史记忆”涌现出来，“还是在这个世纪，史学出现了，

个人概念也出现了”⑤。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个人

的书面历史记忆”的历史笔记于中唐出现，至两宋时

期繁荣昌盛，蔚为大观，这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是密不可分的。历史笔记的繁荣发展，是这些出身

中小地主阶级、科举入仕的士人们对于自身与家国

历史之关系的一种自觉强调，是其以匹夫而任天下

之忧的主体意识的深刻反映。从史学的角度而言，

正是由于士人们自觉地参与建构本朝的历史记忆，

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促进了历史笔记的兴起和繁

荣，从而使保存下来的文献具有足够多样的立场和

角度，留存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多种声音，使

历史的复杂性在书写中得到更多的呈现。也正是随

着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的深化和扩展，越来越多的

社会、文化现象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有关社

会史、文化史的史料才不断增多。所以说，历史笔记

既是宋代史学的重要特点和成就，更是宋代文化的

重要现象。本文将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分为四

个阶段，尝试探讨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以呈现宋

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扩展的线索⑥。

一、北宋前期：
五代旧臣的故国之思

　　自宋朝建立以来，尤其是宋太宗即位之后，大兴

文治，大开科举，优遇文臣，彻底扭转了五代以来政

权割据的局面，确立和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作为提倡文治的重大措施，太祖、太宗、真宗朝都进

行了重大的图书编纂工程，尤其是号称“四大部书”

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

龟》的编纂，以五代旧臣中著名的文人学者担任编

修，一方面给予这些有影响力的旧臣崇高地位以安

其心，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优待他们提倡尚文的社会

风气⑦。在北宋前期的六七十年间，这些在五代就

已经出名的文臣占据着学术文化的主流地位，宋初

的文学、学术和文化也仍然沿袭着晚唐五代的遗风。

北宋前期的历史笔记也承接晚唐五代之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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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五代旧臣及其后代记述有关故国的历史见

闻。如，南平高氏政权重臣孙光宪所撰《北梦琐言》，

在南唐即以文学知名的陈彭年所撰《江南别录》，以

父荫入仕南唐的郑文宝所撰《南唐近事》，吴越王钱

镠的曾孙钱易所撰《南部新书》，后蜀的句延庆所撰

《锦里耆旧传》，后蜀的画家黄休复所撰《茅亭客话》，

南楚的周羽翀所撰《三楚新录》，等等。作为五代旧

臣，这些作者大多怀有故国之思，抱着为亡国存信史

的诉求，强调自己严肃的撰述态度和求真意识。郑

文宝在《南唐近事》序中痛惜“南唐烈祖、元宗、后主

三世，共四十年……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

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①，遂立志为南唐写

国史。孙光宪多年来留意搜求唐末五代史事，他“每

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墨”。《北梦琐

言》的不少条目都说明出处，有的还注明传说的歧

异，以示有征和严谨②。

在他们看来，故国亡于大宋既是天意也是时势，

并无怨尤，但是，他们对故国的历史持一种相对正面

的态度，认为很多嘉言善行、明主贤臣不应被湮没，

其衰亡也令人深思和叹恨。《锦里耆旧传》对后蜀主

多所称美，四库馆臣遂据此认为作者句延庆很可能

就是后蜀孟昶时校书郎句中正的后人③。黄休复

《茅亭客话》第一至五条皆记蜀国归宋、天下一统的

征兆，而主要内容则是蜀中“高贤雅士、逸夫野人”，

“可以为后世钦慕儆戒者昭昭然”④。在五代诸国

中，有关南唐的野史笔记是最多的，这说明号称接续

唐朝正统、崇尚文治的南唐，其士人有着较强的国家

意识。据载，“南唐自显德五年（９５８）用中原正朔，然

南唐士大夫以为耻，故江南寺观中，碑多不题年号，

后但书甲子而已”⑤。《钓矶立谈》在这方面很具代

表性。其作者应是南唐校书史虚白之子，史虚白因

与权臣政见不合而退隐，其子亦隐居不仕。该书序

文写道，虽生逢“大同之庆”，但“私自弗郁，如有怀旧

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烈祖、元宗，其所以抚

奄斯人，盖有不可忘者”⑥，遂记录南唐一百二十余

条史事成《钓矶立谈》，皆有关国家兴亡盛衰之故。

作者盛赞南唐烈祖李昪的国策：把南楚、吴越、闽三

国当作自己的屏障，不开边衅，致力于内政，等待有

利时机完成统一大业。他认为，南唐的衰亡正是由

于元宗听信佞臣，用兵闽、荆，以致国削民乏。对此，

作者以“叟曰”的形式言之再三，将憾恨惋惜之情表

达得十分强烈。

这样的情感和态度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大

不一样的。欧阳修于仁宗皇祐五年（１０５３）撰成《新

五代史》，时距《旧五代史》的成书已近百年，作为儒

道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把五代十国的历史

描绘成一个黑暗的乱世，“有贬无褒”，全盘否定，其

意是彻底划清“我宋”与“五代”的历史界限，以树立

新的社会、政治和人格理想。为此，吴越王钱镠的后

裔钱世昭在《钱氏私志》中说，欧阳修年轻时担任西

京留守推官，“有才无行”，长官钱惟演曾讽劝之，欧

阳修“不惟不恤，翻以为怨”，所以后来在《五代史》中

痛毁吴越，不及其善⑦。

二、北宋中后期：变革、
党争与笔记撰写蔚然成风

　　仁宗庆历以后，古文运动、儒道复兴运动大势渐

成，带动了整个社会、政治、文化风尚的更新，一批宋

朝自己培养的新兴士人阶层的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

台，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孙复、石介、胡瑗，

等等，他们提出新的社会政治理想、新的学术思想主

张，也以自己的人生实践树立起新的人格典范和生

活方式。思想的变革随即落实到了政治上，仁宗时，

范仲淹等发动“庆历革新”；神宗时期，又有王安石领

导的变法运动。在此期间，士大夫们根据自身利益、

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不同，结成党派，围绕“国是”

之制定，彼此展开殊死斗争。就在党争激烈、“国是”

屡更的过程中，宋朝走向衰败，亡于新兴的女真

政权。

庆历以后涌现的宋朝文化、政治方面的代表人

物，所谓“名士”、“名臣”者，纷纷撰写笔记，蔚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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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地位有着充分

的自觉，如苏辙自叙其撰写《龙川别志》的旨趣：“所

见朝廷遗老……如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

人，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予幸获与

之周旋，听其所请说，后世有不闻者矣。贡父尝与予

对直紫微阁下，喟然太息曰：‘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

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①。他们知

道自己是本朝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有意识地

以历史人物的身份留下权威性的历史记录，为此，他

们强调要自觉继承和发展中唐以来兴起的历史笔记

传统。欧阳修致仕前撰写《归田录》，表示要以李肇

《唐国史补》为法，“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

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

谈笑，则书之”②。范镇致仕后作《东斋记事》，其《自

序》云：“予尝与修《唐史》，见唐之士人著书以述当时

之事，后数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来盖希

矣，惟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然各记所

闻而尚有漏略者”③。宋敏求与其父宋绶相继预修

国史，自述道：“每退朝，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

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④。其所写《春明退朝录》

多记朝廷典章制度和掌故，其后踵者相继，形成了典

制掌故类的专门笔记系列。王得臣的《麈史》尤其值

得一提，他自从学于京师就养成了随笔记录见闻的

习惯，在其后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中，“自师友之余论、

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

“其间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

不载”⑤。王得臣致仕后重加刊定，以事类相从，别

为四十四门，标以名目，内容涉及国政、典制、名公事

迹、学术、风俗以至博弈、谐谑。这种见闻笔记撰述

态度之严肃、体例之严整、内容之价值、记载之精核，

已足以当一部史著。而这种史著的特殊之处，在于

个人的经历与家国历史水乳交融，我们不仅可以从

中考求史料，更可贵的是从中得见身处当时历史时

代之中的生动具体的个体情感、立场和判断。

名臣名公之子弟也重视撰写笔记，并形成一种

传统，在两宋笔记中占有相当分量。这些人大多并

不通显，但他们因为家世的缘故，亲炙当朝名士重

臣，熟悉当朝掌故，了解内情，所见所闻往往具有很

高的史料价值。如，宰相庞籍之子庞元英的《文昌杂

录》，宰相王旦之孙、工部尚书王素之子王巩的《闻见

旧录》、《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三书，宰相吕公著之

子吕希哲的《吕氏杂记》，曾以直龙图阁知广州的朱

服之子朱彧的《萍洲可谈》，等等。这一时期还出现

了不少后世子孙记录先人言行事迹的别传、家传类

笔记，如王素为其父王旦撰《文正王公遗事》，王钦

臣记录其父王洙言论辑成《王氏谈录》，程颐记《家世

旧事》，苏籀陪侍祖父苏辙记《栾城先生遗言》，苏象

先记其祖苏颂言行教诲撰成《丞相魏公谭训》，反映

了北宋著名士大夫的“士族”意识，他们注重以先祖

言行作为规范，形成门风，教育后世。

地位不高的地方官、未入仕的布衣甚至僧人也

热衷于撰著笔记，所记多为与名流交游之所闻见，往

往事关朝政、士风。僧人文莹曾自叙其撰写《玉壶清

话》之旨意：“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

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

之大劝也。”⑥不够闻达的有志有才之士之所以撰写

历史笔记也正是为了“传”，试图凭借书写历史争取

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这些中下层士人对自身见闻

之历史价值的珍视，对本朝史书写的积极参与，尤能

反映当时士人社会历史意识的深化。王辟之及其

《渑水燕谈录》是一个典型。王辟之是英宗治平四年

（１０６７）进士，“仕不出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

朝廷之论、史官所书”，是宋朝一名普通的士人官僚，

但他“从仕以来，每于燕闲得一嘉话，辄录之。凡数

百事，大抵进忠义，尊行节，不取怪诞无益之语；至于

赋咏谈噱，虽若琐碎，而皆有所发，读其书亦足知所

存矣”⑦。他以这样一种严肃的态度来撰写《渑水燕

谈录》，可见其以“一命之士”怀天下之忧的心志和风

范。其书史料价值很高，元朝修三史时，袁桷在《修

辽金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曾开列之。

北宋中后期日趋复杂激烈的党争直接促动了野

史笔记的发展⑧。有关庆历党争，就有托名梅圣俞

的《碧云騢》、田况的《儒林公议》。王安石变法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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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龙川别志》序，载《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九册，第３１３页。

欧阳修：《归田录》自序，载《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第２３６页。

范镇：《东斋记事》自序，载《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六册，第１９４页。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载《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六册，第２５３页。

王得臣：《麈史》自序，载《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第５页。

文莹：《玉壶清话》序，载《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六册，第８６页。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满中行题语，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四
册，第６页。

参见郭凌云《北宋党争影响下的历史琐闻笔记创作》，《云南民
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党派斗争日趋白热化，熙宁、元丰时期，有新、旧党

争；在哲宗元祐时期，旧党执政，但内部又出现了洛、

朔、蜀党之争；哲宗绍圣年间，重新上台的新党对旧

党展开残酷的打击报复；徽宗崇宁年间，树“元祐奸

党碑”，党争演化成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为宋徽宗、蔡

京集团极端黑暗腐朽的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自熙

宁年间之后，野史笔记的撰写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党

争之中。正如四库馆臣所说：“考私史记载，惟宋、明

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

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

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

颠倒，颇亦荧听。”①这样一来，历史记忆和撰写就成

为一个与现实政治关系复杂且密切的斗争场域，并

形成了多元的历史叙事和价值立场。

不同时期的一些主政大臣也撰写日记、笔记。

据南宋人记载：“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

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

详。”②这其实是有意识地为日后国史编纂留下第一

手材料，为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作为留下证据，其本身

就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元祐年间修《神宗实

录》，多取材于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到了绍圣年间，

则被指为谤史，重修时用朱笔把原来记述抹去，而根

据王安石《日录》进行删修，被称为“朱、墨本”③。司

马光所撰《涑水记闻》不但史料价值高，而且著述态

度严谨，每条皆注所述之人或出处，是为撰写《资治

通鉴后纪》所作的资料准备，生前未曾整理编次，至

高宗绍兴六年（１１３６），范冲奉诏将手稿整理成十册

呈进。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由于秦桧严禁“野史”，其

曾孙司马伋惧罪，上奏以为非司马光所作，诏毁版禁

绝。司马光还记有《温公日录》，载录熙宁二年八月

至三年十月事，主要涉及这一时期的朝政大事④。

王安石当政时期也记有《日录》，今虽不存，但仍留有

不少遗文⑤。曾布是哲宗时期主持恢复新法的重要

人物，后扶立徽宗，在建中靖国年间主政，被蔡京排

挤去位。他自绍圣元年起就开始记《日录》，今存世

的曾布《日录》名为《曾公遗录》，自哲宗元符二年

（１０９９）三月至元符三年（１１００）七月，篇幅很大，其价

值自不待言。苏辙于绍圣初被贬谪，元符元年

（１０９８）复谪循州，“乃杜门闭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记

所梦”，撰成《龙川略志》。四库馆臣一方面认为“盖

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另一方面又称

赞：“然惟记众议之异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诸日录

动辄归怨于君父，此辙之所以为辙欤！”⑥

党争之激烈促使一些人从各自立场出发记述本

朝历史见闻，为本党派的人物、政见、思想进行辩护，

攻击反对派。不同党派上台，不但要重定“国是”，国

史也要随之改易，最著名的就是从元祐到绍兴年间

《神宗实录》的不断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失利的党

派就要利用历史笔记的撰述为自己说话，争取在历

史上的公正地位，在有关党争的历史笔记中，对历史

书写权力的争夺是非常自觉、明确和激烈的。孙升

是元祐重臣，绍圣年间遭贬谪后，由刘延世笔录成

《孙公谈圃》，对元祐党人的言行记述颇多，其贬斥王

安石自不待言，而对苏轼、程颐也时有微词。王巩是

宰相刘挚的姻亲，元祐党人，一生屡遭贬逐，所记《闻

见近录》、《甲申杂记》，多涉及“朝廷大事”、“贤奸进

退”，党派立场明显。再如《道山清话》，其作者不详，

但久居馆阁，熟知朝野士大夫遗闻，记北宋杂事至崇

宁五年止，“书中颇诋王安石之奸，于伊川程子及刘

挚亦不甚满。惟记苏、黄、晁、张交际议论特详，其为

蜀党中人，固灼然可见矣”⑦。陈师道与苏轼、曾巩

关系密切，是蜀党中人，其《后山谈丛》对党争各派人

物褒贬分明，“笔力高简”。“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

廌所撰《师友谈记》，于元祐党人尽遭贬黜之时记苏

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晁说之、张耒言论事迹，对

王学“排斥笑谑之语，不肯少逊”⑧。魏泰是曾布之

妻弟，未能登第入仕，元祐中记其交游所闻成《东轩

笔录》，自称：“呜呼！事固有善恶，然吾未尝敢致意

于其间。”⑨他对新党人物及其内部斗争的记述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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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总叙》，第１２２８页。

周辉：《清波杂志》卷六“元祐诸公日记”条，载《全宋笔记》第五
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３页。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载《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二册，第１２６
页。

司马光：《温公日录》，载《宋代日记丛编》第一册，顾宏义、李文
整理标校，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８页。

王安石：《熙宁日录》，载《宋代日记丛编》第一册，第９４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子部》“小说家类一”，第３５８７
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

３５９７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子部》“杂家类四”，第３１１０
页。

魏泰：《东轩笔录》序，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八册，第４页。



详。朱彧的《萍洲可谈》记事止于宣和，其父朱服是

新党中人，《萍洲可谈》“遂不得不尊绍圣之政，而薄

元祐之人”①。此外，徽宗时人高晦叟的《珍席放谈》

所记自太祖至哲宗，“又当王氏学术盛行之时，于安

石多曲加回护，颇乖公议”②。

三、北宋末南宋初：
亡国记忆与历史反思

　　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序中悲叹：“呜呼！靖

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为中国患久矣！……是皆

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其易且酷

也。”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金军两度南下，于十一月攻陷

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掳北上，北宋灭亡，史称

“靖康之变”。北宋戏剧性的惨烈亡国，极大地刺激

了士人的历史意识，关于汴京围城、北宋亡国、二帝

被掳的过程，亲历者的记述数量可观。徐梦莘说：

“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

之记录者，无虑数百家。”③王明清说：“靖康之变，士

大夫纪录，排日编缀者多矣！”④这在中国历史上同

样是“古未有也”。这些记述大都逐日记录，甚至准

确到“时”，细节丰富，令人身临其境。这些记录者正

在经历和见证一次重大的历史事变，他们以亲历者

的身份和视角留下了一份亡国大难的实录，他们要

把自己身受的巨大苦难、耻辱和仇恨传递给后人，这

些记述成为他们心中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⑤。

高宗时期，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激烈，北宋亡国

前后的历史笔记极能激发人们的历史情感，引发人

们对秦桧及其求和政策的痛恨和贬斥，有的还揭发

秦桧亡国后失节的历史污点，这尤其为秦桧以及当

权者所切齿。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四月，秦桧“乞禁野

史”，尤其针对“靖康以来私记”，绍兴二十年（１１５０）

他又制造了针对前参知政事李光的“《小史》案”。但

在南宋仍不断有人汇编刊刻上述笔记，对亡国的惨

痛历史记忆加以强化、重申，这对南宋人来说其实是

一种情感的激发和动员，“靖康之难”、“靖康之耻”可

以说成了郁积于南宋人心中的一个情结。汪藻是高

宗朝名臣，也是著名的史家、诗人，他曾汇编靖康时

的六种见闻录、日记，包括《金人背盟录》、《围城杂

记》、《避戎夜话》、《金国行程》、《南归录》、《朝野佥

言》⑥。孝宗隆兴二年（１１６４），时值隆兴北伐第二

年，确庵编《同愤录》，收录《开封府状》、《南征录汇》、

《宋俘记》、《青宫译语》、《呻吟语》等五书。度宗咸淳

三年（１２６７），南宋即将亡于蒙古，耐庵编《靖康稗

史》，以原《同愤录》五书为下秩，又补录《甕中人语》

和《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为上秩⑦。

高宗一朝，宋金和战是历史的主题。绍兴十一

年（１１４１）宋金达成和议，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完颜

亮大举攻宋，兵败被杀，世宗即位；次年六月，高宗禅

位于孝宗。自此，宋金两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和平，

高宗朝一般被称为“中兴”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重

要历史事件，皆有当事人及时记录，撰写笔记，留下

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纪年要录》

广征博引此类笔记著述，因而具有很高的史学

价值⑧。

在亡国惨祸的刺激下，南宋朝野沉痛反思历史，

追究亡国之祸的根源。高宗时期，朝野基本达成一

种共识，将北宋亡国的根源追究至王安石变法，彻底

为元祐旧党翻案，也全面否定了哲宗、徽宗的绍述之

政。种种情势，不但促进了私修本朝史的繁盛，相关

的历史笔记也层出不穷。绍兴年间对野史私记的查

禁，并无法压制当时士人社会高涨的历史意识以及

借史议政的热情，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北宋亡国的

士人，追忆前朝往事，撰写历史笔记，多聚焦于与北

宋国运密切相关的变法和党争，其中不乏深刻的见

解，也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史料。邵雍之子邵伯温在

仍处于战乱之中的建炎、绍兴初年撰成《邵氏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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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于王安石新法始末以及一时同异之论，载之尤

详。其论洛、蜀、朔党相攻，授小人以间，引程子之

言，以为变法由于激成，皆平心之论”①。朱弁身经

靖康之难，于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奉使金国，被扣十七

载，于留金期间作《曲洧旧闻》，“于王安石之变法、蔡

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北

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

也”②。两宋间著名理学家罗从彦撰《尊尧录》，以明

靖康之祸，源自变法。方勺著《泊宅编》，记事最晚至

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载元祐迄政和间朝野旧事，他抨

击新法新党的立场与当时“公论”一致，其中记述方

腊事始末，最为世所重。曾敏行的《独醒杂志》，记事

迄于绍兴年间。他亲历靖康之变，对这一段历史的

记载尤为详实，对北宋末年弊政也多有记载。陈长

方所著《步里客谈》篇幅虽小，但“所记多嘉祐以来名

臣言行，而于熙宁、元丰之间邪正是非，尤三致

意”③。北宋后期一直行绍述之政，王安石的《三经

新义》长期以来是科举考试的标准，新学新政的影响

不可能消除于一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站在元祐旧党

的立场上否定新法。如叶梦得著有《石林燕语》、《避

暑录话》、《岩下放言》、《玉涧杂书》，是南宋初历史笔

记的大家，他是哲宗绍圣四年（１０９７）进士，曾为蔡京

门客，“不免以门户之故，多阴抑元祐而贡解绍

圣”④。其人学术渊博，于朝章国典夙所究心，其《石

林燕语》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并列

为记载北宋典制掌故最重要的笔记撰述。张邦基，

生平不详，然家世显赫，其伯父张康国、张康伯皆徽

宗朝名臣，所著《墨庄漫录》提供了有关北宋时政、党

争的重要材料，他自称“其间是非毁誉，均无容心

焉”⑤。

两宋间不少旧族世家子弟撰写笔记追述前朝往

事，抒发黍离之悲，寄托沧桑今昔之感。其中比较重

要的，如王萃之子王铚的《默记》，曾公亮四世孙曾慥

的《高斋漫录》，吴中复之孙、吴则礼之子吴坰的《五

总志》，吴越王钱镠后裔钱世昭的《钱氏私志》，蔡京

之子蔡絛的《铁围山丛谈》，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

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在他笔下，故都盛景犹如

梦境，对逝去繁华的追忆更映衬出身经亡国的怅恨。

这类笔记在南宋人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中有着特殊的

重要性，正如陆游为《岁时杂记》（吕原明著，已佚）作

跋说：“太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

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余年，遗老凋落无在

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则当如《梦华录》之

韵”⑥。

四、南宋中后期：
笔记书写达至全盛

　　之所以说南宋中后期是宋代笔记写作的全盛

期，不只是从数量上看，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不仅名

臣名士撰写大量笔记，而且地方人士、地方官、被放

废的士人、未入仕的士人均纷纷撰写历史笔记，其数

量远超北宋。南宋以来，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地

方化趋势，立足于地方的士绅家族越来越成为社会

的中坚力量。理学之所以逐渐在士人社会中占据主

流地位，与地方士绅家族势力的发展大有关系。这

一社会发展趋势不但体现于地方志的兴盛，也反映

于中下层士人所撰历史笔记的激增，而这些人所撰

写的历史笔记更多地反映了地方社会、民间社会的

状况。如龚明之出身于苏州昆山的望族，未能考中

进士，他所撰《中吴纪闻》专门记述吴中（今苏州、昆

山一带）地方官员和文人名士的逸闻轶事、名胜古

迹、民风习俗。明朝杨子器曾为之作序，颇为肯定这

类笔记之于朝政国史的重要价值：“若《纪闻》之类观

之，于国史之阙遗讹谬，于是乎补正；政治之得失淳

漓，于是乎征验；郡邑之废置沿革，于是乎考证；古今

名迹、士夫出处、贤才经济、闺房贞秀，又皆于是乎总

萃”⑦。廉布所撰《清尊录》多记载两宋时期的街巷

轶闻，作为社会史材料有较高价值。庄绰在建炎年

间做过知州，他学问广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所撰

《鸡肋编》内容驳杂，多反映当时社会风俗。张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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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任闽中的地方官，所撰《游宦纪闻》多记闽中永福

县事，而无一语及于时政，但四库馆臣称赞其史料价

值颇高，乃“宋末说部之佳本也”①。

这些人所撰写的笔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

是内容上的丛杂，朝政、典制、轶事、言论、风俗、物

产、考证、义理、诗话、文论，往往无所不有。正因如

此，这类笔记反映和记录了社会、文化、学术的方方

面面，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也为后世留存了更多

社会史、文化史的史料。如，沈作喆于放废之后所撰

《寓简》，曾为桐乡丞的李如篪所撰《东园丛说》，国子

监免解进士费袞所撰《梁谿漫志》，未曾入仕的王楙

所撰《野客丛书》，绍述余党之子孙陈善所撰《扪虱新

语》，曾为丽水丞的宗室子弟赵与时所撰《宾退录》，

辗转各地佐幕的宗室子弟赵彦卫所著《云麓漫钞》，

出身世家但终身未仕的周辉所撰《清波杂志》、《清波

别志》，因不满史弥远当国而归乡不仕的韩淲所撰

《涧泉日记》，因上书言事而获罪的张端义所撰《贵耳

集》，官至抚州推官的罗大经所撰《鹤林玉露》，曾任

义乌令而入元不仕的周密所撰《齐东野语》、《癸辛杂

识》，等等。这些居于士人社会之中下层的作者，非

常看重自己的笔记撰述，他们不但自己作序，还要请

名人和当地官员作序，对撰述之旨、生平志业进行充

分的表述，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也是历史责任感，无

疑大大提升了这一类笔记的精神品质和历史价值。

从种类上说，这一时期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专门

笔记，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重要的个人经历，皆有笔记进行记录，深

刻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历史特点。在重视“文治”的宋

朝，翰林院及其相关制度是极其重要的，翰林之职既

是进入中枢的捷径，同时也是士大夫的极高荣誉。

这一时期关于翰苑制度和掌故的笔记成为系列，如

程俱《麟台故事》、洪遵《翰苑遗事》、周必大《淳熙玉

堂杂记》；此外洪遵还编著了《翰苑群书》，收录唐宋

相关著述十一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有关典制掌故

的集成式笔记，最重要的当属彭百川《太平治迹统

类》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均一代记载之

林”。

在南宋，理学一开始并不是官学，主要靠流行于

士人社会而渐成大势，在野士人撰写的相关笔记构

成了理学史的重要材料。如施德操，学宗二程，与张

九成、杨子平合称“三先生”。他所撰《北窗炙輠录》

主要记载了二程再传弟子的言行事迹，全祖望修《宋

元学案》多从中取材②。理学的兴盛引起当时权臣

的猜忌压制，秦桧当权就排挤理学人士，宁宗韩侂胄

当政时期又有“庆元党禁”，遂出现了署名“樵州樵

叟”的《庆元党禁》、“湘山樵夫”的《绍兴正论》、楼昉

的《绍兴正论小传》、俞文豹的《吹剑录外集》，记录道

学党禁始末甚详。宋代士人撰写笔记以补国史之阙

的风气也影响到了佛教界，佛教人士也以笔记的形

式记录佛门见闻、禅宗公案、与士大夫往来，为撰写

佛教史提供史料，如释晓莹所撰《罗湖野录》、《云卧

纪谈》。

北宋已有不少旅行日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

张舜民的《郴行录》。在南宋写旅行日记形成一种风

气，多出名家之手，如范成大的《骖鸾录》、《吴船录》、

陆游的《入蜀记》、周必大的《乾道庚寅奏事录》，记述

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名胜古迹，历史和

文学价值都很高。这一类行记、游记的大量出现，与

南宋士人的地域意识、“中国”意识是大有关系的。

北宋时，出使契丹的使者都要写行程录上呈朝廷，其

中虽不乏重要史料，但作为例行公文一般不收入文

集。到了南宋，则出现了很多作为私人笔记的出使

行记，突破了官样文章的限制，容纳了更多、更丰富

的历史内容和个人思想。如洪皓的《松漠纪闻》、范

成大的《揽辔录》、楼钥的《北行日录》、周辉的《北辕

录》、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赵珙的《蒙鞑备录》。

南宋与金划淮为界，只有半壁江山，遂致力于对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开发，任官于这些地区

的士人撰写了不少记述当地人文风俗、地理、民族、

物产、交通等各方面状况的笔记，反映了当时士人社

会对这些地区和民族的重视和认知，也反映了南宋

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有效统治的历史进程，如

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录》、田渭的《辰州风土记》、周去

非的《岭外代答》、朱辅的《溪蛮丛笑》。此外，赵汝适

的《诸蕃志》根据见闻记载了与南宋通商的“海国之

事”，其价值不言而喻。

南宋中后期出现了不少接续《东京梦华录》的都

市笔记。南宋虽然武力不竞，但其经济生产、商业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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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术和科技的发展却远超金朝，在当时世界居于

领先地位。经济和商业的发达，为都市文化的繁盛、

平民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这是南宋历史的一大

亮点，在这些以记述杭州及其生活为主的笔记中得

到了充分的反映。如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

的《梦粱录》、西湖老人的《西湖繁胜录》、周密的《武

林旧事》，和《东京梦华录》一样，这些笔记在尽述繁

华的同时，深深渗透着黍离麦秀的历史兴亡感。

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事，也多有亲历者以笔记加

以记述。如开禧北伐时期，四川吴曦于开禧三年

（１２０７）正月向金朝正式投降，宣布受封于金朝为蜀

王。二月末，以李好义、杨巨源为首的军民策动起

义，杀死吴曦，平定叛乱，但功劳却被吴曦的心腹安

丙窃夺，以致李好义被毒杀。关于这次事件，很多亲

历者撰写笔记为杨巨源、李好义鸣冤。李心传尽采

时人著述编成《西陲泰定录》九十卷，可惜佚失，但他

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董镇言杨侍郎未

肯通情”中罗列了二十余种。

南宋中后期出现了宋代最重要的历史笔记作

家，他们把历史笔记的撰写真正提升到“史学”的层

次，成了当代史撰述的一种形式。首先应该提到的

当然是李心传，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建炎

以来系年要录》相表里，被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

详者”①。他还撰著《旧闻证误》，对宋人所作私史、

小说四十余种进行考辨、驳正。其次，当属王明清，

他出身于著名世家，其祖王萃学于欧阳修，其父王铚

是曾布的孙女婿，于建炎初任枢密院编修官，曾撰述

《七朝国史》，因绍兴史禁而被焚毁，仅有《默记》传

世。王明清一生主要致力于史学，他“怆念父祖以来

平生用心”②，纂集闻见、访求父祖师友，撰成《挥麈

录》，主要记述北宋以及两宋之间的人物、事件和典

制。之后，他又陆续写成《挥麈后录》、《挥麈第三

录》、《玉照新志》、《挥麈录余话》，皆记述两宋史事。

王明清的《挥麈录》及其续编并非仅杂记见闻，而是

通过广泛访求汇集史料，其间搜集、考据、归纳之功

甚深，堪称研究，而绝非史料的简单汇编。他自言：

“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凡所闻见，若来历尚晦，本

末未详，姑且置之，以待乞灵于博洽之君子，然后敢

书。”③《挥麈录》及其续编的史学价值在当时就得到

很高的评价。宁宗庆元初，就在《挥麈第三录》成书

不久，实录院即下令抄录其书，作为纂修《高宗实录》

的基本史料。另外，叶绍翁及其《四朝闻见录》也堪

称笔记体的本朝史撰述。叶绍翁生平不详，只知崇

奉理学，与真德秀、危稹都有交往，在宁宗嘉定年间

同为朝官。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

来朝野杂记》虽详实赅备，但仅止于高宗一朝，叶绍

翁则扩充二书的范围，对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的朝政、典制、史事、人物加以记述，每条都有条目。

后人评价说：“南渡以后诸野史足补史传之阙者，惟

李心传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号为精核，次则绍翁

是书。”④岳飞之孙岳珂也是南宋重要的笔记作家，

所撰《桯史》按条目记载两宋史事、人物，“在宋人说

部中，亦王明清之亚也”⑤。这一时期，考据、辨证兼

记事的学术型笔记也出现了大家之作，最有名的当

属洪迈的《容斋随笔》系列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

它们标志着宋代考据学的最高水平，在宋代乃至整

个中国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结　语：
历史笔记撰述的自觉意识

　　综上所述，两宋时代，历史笔记的撰述获得了长

足发展，已蔚为大观，这使得学者们开始探讨和论述

这一类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

在史学上的价值，这是对历史笔记发展的理论总结，

反映了历史笔记在发展之中获得的自觉意识⑥。这

一点，在笔记的序跋中有充分的体现，也属于两宋历

史笔记撰述的重要成果。

两宋间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的跋语中，将唐

以来“小说家流”分为两大类，其中有一类，“神怪茫

昧，肆为诡诞，如《玄怪录》、《河东记》、《会昌解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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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七《经籍考二十四》“史部传记
类”，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６９２页。

王明清：《挥麈录》自跋，载《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一册，第５４页。

王明清：《挥麈后录》自跋、《挥麈第三录》自跋，载《全宋笔记》第
六编第一册，第２３４、２８２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

３６１３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

３６１０页。

参见瞿林东《宋人笔记的史学意识》，《文史知识》２０１４年第１０
期；郭凌云《北宋历史琐闻笔记观念简论》，《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录》、《纂异》之类，盖才士寓言以逞词，皆亡是公、乌

有先生之比，无足取焉”。而“小说家”的主流是供

“后史官采摭者”，他列举了“近世诸公所记，可观而

传者”三十六种，都是北宋著名的历史笔记。这是明

确地把“小说家”中虚构性的志怪传奇和纪实性的历

史笔记区分开来，从而使历史笔记成为一个较为独

立的撰述门类。他还指出，这一类“小说家”有一个

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著述者于褒贬去取，或有未

公，皆出于好恶之不同耳”①。但对于我们来说，笔

记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其中强烈的情绪性、偏向

性、主观性同样也是重要的历史信息。

杨万里在给曾敏行《独醒杂志》所作的序中指

出，历史的记忆和传承有两种形式和途径：一种是

“言”，“未必垂之策书，口传焉而已矣”；一种则是“策

书”。书可焚禁，但却不能封住人们的口耳，但口传

之言毕竟需要以书册的形式才能传之久远，所以说

“书与言其交相存欤！”笔记这一类撰述形式就是要

将口传之言书写下来，以书存言，如曾敏行所记“皆

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这一类

撰述，记载的内容广泛、丛杂甚至微不足道，但却可

以寄托、寓含重要的思想：“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

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

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②。赵师侠

为《东京梦华录》作跋，他把“史册”和“传记小说”对

立并举，以为缺一不可：“礼乐刑政，史册俱在，不有

传记小说，则一时风俗之华，人物之盛，讵可得而传

焉”③。如果说，“史册”是政治史，那么，“传记小说”

就有些社会史、文化史的意味了。

给周辉《清波杂志》作跋的徐似道认识到，笔记

撰述提供了多种历史记录和证据，使得后世研史者

有了更多的凭据，可以互相参照，以得其真：“大抵记

载事实之书，各随所见，收书者不厌其博也。他日讨

论一事，适然针芥相投，车辙相合，方知此书之

效”④。对于这一点，周密在《齐东野语》的自序中论

述得更加详细。他“尝疑某事与世俗之言殊，某事与

国史之论异”，其父拿出“其曾祖及祖手泽十大帙”以

及“其外祖日录及诸老杂书”，参照之后，给出解答，

并告诉他：“其世俗之言殊，传讹也；国史之论异，私

意也”。“定哀多微词，有所避也。牛李有异议，有所

党也。爱憎一衰，议论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

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⑤。这就准确指出了“国史”

和“私记”作为史料存在的缺陷，以及诸家笔记撰述

在史学上的重要价值。

这些理论性的论述，对促进历史笔记的发展、对

历史笔记之撰述传统的形成，都有很大的作用。中

唐兴起两宋形成的这一历史笔记的撰述传统，在“正

史”、“国史”之外，展现了一个更有社会性、抗争性、

多元性的历史书写空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传

统，而这一撰述传统也是两宋相对比较自由、多元的

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本文作者：江　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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